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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及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规律与影响驱动因子,为流域综合治理,

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湟水河流域2000,2010,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

据,采用景观指数法构建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耦合ArcGIS10.6,Fragstats4.2,GeoDa1.20讨论景

观格局与生态风险的时空动态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驱动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
[结果]①草地和耕地是湟水河流域的优势地类,土地转移主要发生在耕地、草地和建设用地之间,城市扩

张是近20a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②2000—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先增后减小,生态服务价值与景观

生态风险表现出负相关性。③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主要呈现“高—高”和“低—低”集聚,高程是导致景观

生态风险空间格局分异的主导因子,因子交互作用对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有增强效应。④景观生态风险

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海拔梯度效应。可根据海拔梯度将湟水河流域划分为重点管控区、严格管控区和一

般管控区。[结论]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是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不同生态风险

空间管控区应采取差异化调控措施,土地利用优化管理与用途管制在生态风险调控中需高度关注。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景观格局;景观生态风险;地理探测;湟水河流域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8X(2023)03-0213-12 中图分类号:X826,P901

文献参数:王鹏全,刘得俊,李润杰,等.湟水河流域景观格局与生态风险时空特征及驱动因子探测[J].水
土保持通报,2023,43(3):213-224.DOI:10.13961/j.cnki.stbctb.2023.03.026;WangPengquan,LiuDejun,

LiRunjie,etal.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anddriverdetectionoflandscapepatternandecologicalrisk
inHuangshuiRiverbasin[J].Bulleti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2023,43(3):213-224.

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andDriverDetectionofLandscape
PatternandEcologicalRiskinHuangshuiRiverBasin

WangPengquan1,2,LiuDejun3,LiRunjie1,4,WuYuanmei3

(1.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QinghaiNormalUniversity,Xining,Qinghai810008,China;

2.SchoolofCivilandTransportationEngineering,QinghaiMinzuUniversity,Xining,Qinghai810007,

China;3.QinghaiWaterResourcesandHydropowerResearchInstituteCo.,Ltd,Xining,Qinghai810001,China;

4.StateKeyLaboratoryofPlateauEcologyandAgriculture,QinghaiUniversity,Xining,Qinghai810016,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characteristicsanddrivingfactorsoflandscapepatternchangesandthespatiotemporal
evolutionoflandscapeecologicalriskwasanalyzedinorderto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integrated
watershedmanagement,watershedecosystem manage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Methods]A
landscapeecologicalriskassessmentmodelwasproposedusingthelandscapeindexmethodbasedonlanduse
datain2000,2010,and2020fromtheHuangshuiRiverbasin.Spatiotemporaldynamiccharacteristicsof
landscapepatternsandecologicalriskwereexaminedbycouplingArcGIS10.6,Fragstats4.2,andGeoDa1.20.
Factorsdrivingspatiallystratifiedheterogeneityoflandscapeecologicalriskwereidentifiedusinggeographic



detectors.[Results]① GrasslandandcroplandwerethedominantlandusetypesintheHuangshuiRiver
basin.Landtransfermainlyoccurredbetweencropland,grassland,andconstructionland.Urbanexpansion
wasthemainfeatureoflanduse/landcoverchangesoverthepast20years.②From2000to2020,landscape
ecologicalriskintheHuangshuiRiverbasininitiallyincreasedandthendecreased,andtherewasanegative
correlationbetweenecologicalservicevalueandlandscapeecologicalrisk.③Spatialdistributionsoflandscape
ecologicalriskintheHuangshuiRiverbasinmainlypresented“high-high”and“low-low”agglomerations.
Elevationwasthemainfactordrivingthespatiallystratifiedheterogeneityofecologicalrisk.Theinteraction
betweendrivingfactorshadanenhancingeffectonspatiallystratifiedheterogeneityoflandscapeecological
risk.④Spatialdistributionoflandscapeecologicalriskshadanobviousaltitudegradienteffect.Accordingto
thealtitudegradient,theHuangshuiRiverbasinwasdividedintothreeecologicalriskcontrolzones:key
controlarea,strictcontrolarea,andgeneralcontrolarea.[Conclusion]Ecologicalgovernanceandecological
restorationwerethemainreasonsforthedeclineofthelandscapeecologicalriskindexintheHuangshui
Riverbasin.Differentmanagementandcontrolstrategiesshouldbeimplementedfordifferentecologicalrisk
controlzones.Landuseoptimizationmanagementandlandusecontrolshouldbeprimaryconcernswith
respecttoecologicalriskcontrol.
Keywords:landusechange;landscapepattern;landscapeecologicalrisk;geographicaldetection;Huangshui

Riverbasin

  生态风险是指景观内部由于其自身存在脆弱性,
且在受到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等压力源胁迫时生态

系统的组分、结构、功能和过程遭遇破坏的可能及其

损失[1-2]。生态风险评价已逐渐成为支持生态系统管

理的有效工具[3]。随着人类社会迈入人类世,作为地

表景观宏观表征方式的土地系统也进入了潜在高风

险区且正处于风险增加状态[4-5]。土地利用/覆盖变

化(landuse/coverchange,LUCC)通常导致资源和

生态过程发生变化,可以展示地表景观格局的时空动

态过程,有效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机制[6]。土地系统的结构或格局变化与景观生态

风险的时空分布和动态具有高度关联[7-8]。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基于LUCC对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做了大

量工作,景观指数法是生态风险评价最常见的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行政区[9-10]、流域[11-12]、城镇[13-14]、矿
区[15]、国家公园[16]、海岸带[3,17]、湿地[6,18]、生态保护

区等[2],同时也被广泛应用于未来多情景土地利用方

式下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19-20]。景观指数法着眼于

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和格局变化与生态风险间的内

在关联性特征,高度浓缩LUCC景观格局信息,从
“格局影响过程,过程改变格局”的耦合关联视角进行

生态风险评价[1,7,21]。因此,基于LUCC从景观格局

与景观功能的整体出发,评价区域景观生态风险非常

必要。其次,定量识别影响景观生态风险的驱动因子

是规避或减轻生态风险的有效途径。湟水河流域位

于中国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带,是青海省东部重

要的生态屏障,在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粮食生产和生

物多样性控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及城市化不断演进,伴随“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土地占补平衡”“永久性耕地保护”等政

策落实,湟水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正发生着剧烈转

化。特别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双重胁迫下,维护流

域生态安全、增加生态系统提供的人类福祉面临严峻

挑战。同时,随着青海省“一优两高”和“生态立省”战
略、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22]、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对维护流域生态系

统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

此,在湟水河流域开展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具有较强的

区域特点和典型性。
本研究以湟水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

2010,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土地利用时空

动态演变,并采用景观指数法构建流域生态风险评价

模型,结合 ArcGIS10.6,GeoDa1.20,Fragstats4.2
及地理探测器等地统计学相关理论与方法讨论景观

格局变化特征及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规律与影响

驱动因子,以期为流域综合治理、支持流域生态系统

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 区 为 湟 水 河 流 域 (100°42'—103°01'E,
36°02'—37°28'N),系黄河上游一级支流,发源于青

海省海晏县,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
属高原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约

485.6mm,年平均气温4.7℃。湟水河流域西宽东

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从上游到下游河谷和盆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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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分布,干流全长374km,流域面积17733km2,流
经青海省的海晏县、湟源县、湟中区、西宁市、大通县、
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民和县,以及甘肃省的红古

区、永靖县。湟水河流域支流发育,水系呈树枝状分

布,年均径流量2.16×109m3,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较

高,供需矛盾突出,生态环境脆弱。湟水河流域是青

海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基

地,同时是青海省东部重要的生态廊道。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选用2000,2010,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来

自GlobeLand30V2020(http:∥www.globalland-
cover.com)。GlobeLand30V2020数据是中国研制

的30m空间分辨率全球地表覆盖数据,其总体精度

为85.72%,kappa系数为0.82,数据精度可以满足研

究需求[23]。研究对 GlobeLand30土地利用数据重

分类为6种土地利用类型: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
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根据《中国土地利用状况分类标

准》(GB/T21010-2017)中对“林地”和“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的界定,研究将 GlobeLand30中的林地

(code20)和灌木地(code40)聚合为林地,将水体

(code50)、湿地(code60)、冰川和永久冰雪(code
100)聚合为水域,建设用地为GlobeLand30分类系

统中的人造地表(code80),未利用地为GlobeLand30
分类 系 统 中 的 裸 地 (code90),耕 地、草 地 与

GlobeLand30分类系统一致,研究区不涉及苔原

(code70)。采用ArcGIS10.6软件对数据做投影变

换和裁剪等预处理。2000—2020年的土地利用重分

类数据见图1。

注:本图源于GlobeLand30V2020,并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GS(2019)1822号标准地图校准制作。下同。

图1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土地利用重分类数据

Fig.1 LandusereclassificationdatainHuangshuiRiverbasinduring2000—2020

  高程数据是NASADEM数字高程模型和相关产

品(https:∥earthdata.nasa.gov/esds),分 辨 率 为

30m;降水、气温、人口密度POP、地均GDP空间分

布数据集、年最大NDVI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与

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土壤数

据来自于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公路、铁路、水
系、政府驻地和行政区域边界等矢量数据来自中国国

家地理信息中心(www.ngcc.cn/ngcc)。其他社会经

济数据来自青海统计年鉴。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研究选用单一土地动态

度(singlelandusedynamicsdegree,SLUDD)和综

合土 地 动 态 度(comprehensivelandusedynamics
degree,CLUDD)表征研究时期内各种土地类型变化

的速 度 和 强 度。选 用 土 地 转 移 状 态 指 数 (Land
TransferStatusIndex,LTSI)比较土地利用类型转

入和转出的状态,揭示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土地利用

动态指标计算公式如下[24-25]:

  
SLUDD(i)=

LA(i,t2)-LA(i,t1)
LA(i,t1) ×

1
t2-t1×100%

(1)

  
CLUDD=

∑
n

i=1
LA(i,t1)-ULA(i,Δt)

∑
n

i=1
LA(i,t1)

×

1
t2-t1×100%

(2)

LTSI(i)=
LA(i)in-LA(i)out
LA(i)in+LA(i)out 

(-1≤LTSI≤1) (3)

式中:SLUDD(i)为土地类型i的单一土地动态度;

CLUDD为某一时期的综合土地动态度;LA(i,t1)
和LA(i,t2)分别是研究初期和末期土地类型i的面

积(km2);ULA(i,Δt)为研究区土地类型i没有改

变的面积(km2);LA(i,t1)-ULA(i,Δt)为研究区

土地利用类型转化的面积(km2);n 为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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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类数。LTSI(i)为土地类型i的转移状态指数,
值域范围是[-1,1];LA(i)in和LA(i)out分别为土

地利用类型i转入和转出的面积(km2),如果LTSI
小于0,表明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处于减少状态;反
之,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处于增加状态;如果LTSI
接近于0,表明土地利用处于双向转换的平衡状态。

1.3.2 景观格局分析 景观格局分析采用定量化的

景观格局指数从无序的景观斑块中挖掘潜在规律,从
而来表达景观的组成结构和空间特征。景观格局指

数采用美国俄勒冈立大学开发的Fragstats4.2软件

计算,指标的计算公式及其生态学意义参考相关文

献[26-27]。研究从土地利用类型和景观两种尺度上研

究湟水河流域景观格局结构及其变化。斑块类型级

别上选用斑块个数(NP)、斑块密度(PD)、斑块平均

面积(MPS)、最大斑块指数(LPI)、聚集度(AI)和平

均斑块分维数(MPFD)等指标反映景观中不同斑块

类型各自的结构特征。景观级别判定时选用平均形

状指数(MSI)、香浓多样性指数(SHDI)、香浓均匀指

数(SHEI)、散 布 与 并 列 指 数 (IJI)、蔓 延 度 指 数

(CONTAG)、面 积 加 权 平 均 斑 块 分 形 指 数

(AWMPFD)等指标表征景观整体结构特性。

1.3.3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景观生态风险由外

部干扰强度和内部脆弱性来衡量,基于景观格局指数

的景观生态风险定量方法能够快速识别土地利用异

质性所产生的干扰和生态系统自身的脆弱程度[28]。
本文选取1km×1km格网将研究区划分成风险单

元,通过构建景观干扰度、景观脆弱度和景观损失度,
建立景观格局指数与景观生态风险的定量表达,将计

算结果赋予到评价单元中心。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计

算公式见表1。

表1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计算

Table1 Calculationformulaoflandscapeindexandlandscapeecologicalriskindex

序号 参数  公式[17,29-30]           

1 景观干扰度Ei Ei=0.5Ci+0.3Ni+0.2Di;Ci 景观破碎度;Ni 景观分离度;Di 景观优势度

2 景观破碎度Ci Ci=ni/Ai;ni 为景观i的斑块数;Ai 为景观i的面积

3 景观分离度 Ni Ni=
A
2Ai

ni

A
;ni 为景观i的斑块数;Ai 为景观i的面积;Ai 为景观总面积

4 景观优势度Di
Di=

Qi+Mi

4 +
Li

2
;相对盖度Li=斑块i的面积/样方的总面积;相对样方密度Qi=斑块

i出现的样方数/总样方数;相对斑块密度 Mi=斑块i的数目/斑块总数

5 景观脆弱度Fi
采用专家打分法对景观类型赋分,未利用地6,水域5,耕地4,草地3,林地2,建设用地1;归
一化处理后的脆弱度分别是0.286,0.238,0.190,0.143,0.095,0.048

6 景观损失度Ri Ri=Ei×Fi;Ei 为景观干扰度;Fi 为景观脆弱度;生态损失越大,生态风险越高

7 景观生态风险ERI ERI=∑
n

i=1

Aki

Ak
·Ri;Ri 为景观损失度;Aki为评价样方k内景观类型i的面积;Ak 为评价样

方k的面积;n为景观类型的数量

1.3.4 空间自相关分析 莫兰指数(Moran’sI)是
一种广泛使用的空间自相关统计量,可以反映景观生

态风险整体空间相似程度差异状况,Moran’sI 计算

如下公式[26,29]。

I=
n∑i∑jωij(Yi-􀭺Y)(Yj-􀭺Y)
(∑i≠jωij)∑i(Yi-􀭺Y)2

(4)

式中:Yi,Yj 为变量在相邻配对空间单元的取值;􀭺Y
为属性值的平均值;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I的值域为

[-1,1]。当I>0时,表明ERI空间正相关,趋于空

间聚集;当I<0时,表明ERI空间负相关空间呈离

散分布状态;当I=0时,呈现空间呈随机性。
莫兰散点图4个象限依次代表高—高、低—高、

低—低和高—低聚集状态。观测值分布在Ⅰ,Ⅲ象限

表示相似值集聚;散点分布在Ⅱ,Ⅳ象限表示空间异

常;观测值均匀的分布在4个象限,则表示观测值不

存在空间自相关性。Moran散点图仅能初步判别观

测值所属的象限,不能从整体上判断各个区域的局部

相关类型及其聚集区域是否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因

此,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LISA)聚类图来进一

步分析。本文基于GeoDa1.20软件计算 Moran’sI
散点图和LISA聚类图。

1.3.5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驱动因子的地理探测

 地理检测器是一种新的统计方法,用于检测空间分

层异质性并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因素[31-32]。本文利用

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检测计算比较q统计量,分析驱

动因素对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局分异的解释力大小,
并利用交互检测判断两个因素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评
估驱动因素是否共同增强或削弱ERI空间分异的解

释力。q的取值范围为[0,1],q 值越大,对ERI的驱

动因子解释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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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SSW
SST=1-

∑
L

h=1
Nhσ2h

Nσ2
(5)

式中:h=1,2…L 为变量Y 或因子X 的分层;Nh 和

N 分别为层h 和全区的单元数;σ2h 和σ2 分别是层h
和全区的Y 值的方差。SSW 和SST分别为层内方

差之和全区总方差。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动态演变分析

通过2000,2010,2020年的3期土地利用数据分

析可知,湟水河流域草地覆盖率56.86%~60.40%,
耕地覆盖率33.11%~36.27%,两种主导土地类型总覆

盖率达到90%以上。利用公式(1)—(3)计算土地转移

状态指数(LTSI)、单一土地动态度(SLUDD)和综合土

地动态度(CLUDD)3个动态度指标结果见表2。统计

2000—2010,2010—2020,2000—2020年3种时间尺度

的综合土地动态度分别为0.56,0.96,0.58,不难看出

2010—2020年综合土地动态度最大,表明该时间尺度

上的土地利用转化程度最剧烈。
从2000—2020年的土地扩张见图2。耕地、林

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单一土地动态

度分别为-0.36%,6.41%,-0.29%,7.43%,11.53%
和3.94%。耕地和草地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林地、
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总体呈增加趋势。
耕地和草地面积分别减少423.87,579.75km2,林地、
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分别增加289.81,

140.77,489.10,83.96km2。

表2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标

Table2 LandusedynamicindexinHuangshuiRiverbasinfrom2000to2020

土地利用
类 型

2000—2010年

LTSI SLUDD/% CLUDD/%
2010—2020年

LTSI SLUDD/% CLUDD/%
2000—2020年

LTSI SLUDD/% CLUDD/%
耕 地 0.203 0.16 -0.575 -0.87 -0.420 -0.36
林 地 0.538 2.63 0.665 8.07 0.829 6.41
草 地 -0.230 -0.19

0.56
-0.362 -0.41

0.96
-0.421 -0.29

0.58
水 域 0.212 3.95 0.540 7.82 0.515 7.43
建设用地 -0.047 -0.22 0.950 23.80 0.909 11.53
未利用地 -0.004 -0.08 0.672 8.02 0.323 3.94

图2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土地扩张

Fig.2 LandexpansioninHuangshuiRiver

basinduring2000—2020

利用桑基图表示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的双向转换

模式,图中延伸支路的宽度对应土地流转量,延伸支

路流向代表土地出入流方向(图3)。耕地主要流向

建设用地和草地;林地主要流向草地;草地主要向耕

地、林地、水域和未利用地转移;水域主要流向草地;
建设用地主要流向耕地;未利用地主要转为草地。

2000—2020年,耕地、林 地、草 地、水 域、建 设 用 地

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转移状态指数分别为-0.420,

0.829,-0.421,0.515,-0.909,0.323。除耕地和草地

持续减少外,其土地利用类型均呈增加趋势,其中建

设用地 与 林 地 的 土 地 转 移 状 态 指 数 较 大,表 明

2000—2020年期间建设用地和林地的面积呈快速增

加趋势,土地扩张也比较明显。

图3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土地利用的双向转换模式

Fig.3 Bi-conversionpatternoflanduseinHuangshui
Riverbasinduring200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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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景观格局演变分析

2.2.1 斑块类型景观格局分析 如表3所示,2000—

2020年湟水河流域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数量(NP)
和斑块密度(PD)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减,两者的变化

趋势保持一致。其中,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斑块

数量和斑块密度先减少后增加,而林地、草地和未利

用地则出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由于土地流转

和地类相间分割,导致各景观类型的破碎化程度及变

化趋势不尽相同。总体来看,林地和草地的破碎化程

度明显高于其他地类。斑块平均面积(MPS)通常描

述景观粒度,表征景观类型的破碎化程度。2000—

2020年期间,草地的 MPS处于减少状态,其破碎化

程度在增强,景观的连通性减弱;水域和建设用地的

MPS均处于增大趋势,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在减弱,这
与近年来河湖水系连通、城市化扩张紧密相关。林地

和未利用地表现为“相对集中→破碎→集中”,耕地变

化趋势与林地相反。最大斑块指数(LPI)中,草地和

耕地最大,其他景观类型的LPI较小,因为草地和耕

地是湟水河流域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分布广。

2010—2020年耕地的 LPI减小显著,这与“退耕还

林”、“退耕还草”等生态修复措施导致的耕地面积减

少有关。
研究区各景观类型的聚集度(AI)均较高,说明研

究尺度上景观组分构成紧凑,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聚

合度较高。2000—2020年耕地和草地的 AI值变幅

很小,且维持在较大水平,充分说明草地和耕地一直

处于比较集中状态。林地、未利用地呈现聚集度先减

小后增大的趋势,景观表现为“集中→相对分散→相

对集中”的演变。水域和建设用地的AI逐年增加,呈
现为从相对分散到集中的过渡。研究区各类土地利

用的平均斑块分维数(MPFD)均靠近于1,说明景观

斑块的形状比较简单。

表3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斑块类型景观格局指数

Table3 LandscapepatternindexofpatchtypesinHuangshuiRiverbasinfrom2000to2020

景观指数 年 份 耕 地 林 地 草 地 水 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00 1286 5313 3920 1865 894 629
NP 2010 905 7426 5449 677 812 2028

2020 1444 6122 5257 712 1291 1034

2000 0.0785 0.3243 0.2393 0.1138 0.0546 0.0384
PD 2010 0.0552 0.4532 0.3326 0.0413 0.0496 0.1238

2020 0.0881 0.3737 0.3209 0.0435 0.0788 0.0631

2000 454.7652 4.2569 252.4498 5.0792 23.7159 16.9580
MPS 2010 656.6116 3.8463 178.2081 19.5245 25.5439 5.2166

2020 375.6551 8.4283 177.2163 33.0763 54.3095 18.4356

2000 29.2948 0.4010 41.5598 0.0415 0.2067 0.1163
LPI/% 2010 29.4640 0.3733 39.6401 0.2500 0.4381 0.0956

2020 10.5219 1.1375 39.7119 0.3194 1.1415 0.1141

2000 97.7162 88.9592 98.4232 83.6221 92.6200 92.7156
AI/% 2010 97.8000 87.0708 98.2492 91.9549 92.9662 88.9003

2020 97.3130 92.9320 98.2067 94.8169 94.5467 93.2506

2000 1.0747 1.0486 1.0645 1.0664 1.0820 1.0538
MPFD 2010 1.0793 1.0465 1.0604 1.1122 1.0864 1.0641

2020 1.0741 1.0474 1.0618 1.1034 1.0818 1.0451

  注:斑块类型级别上选用斑块个数(NP)、斑块密度(PD)、斑块平均面积(MPS)、最大斑块指数(LPI)、聚集度(AI)和平均斑块分维数(MPFD)

等指标反映景观中不同斑块类型各自的结构特征。景观级别上选用平均形状指数(MSI)、香浓多样性指数(SHDI)、香浓均匀指数(SHEI)、散布

与并列指数(IJI)、蔓延度指数(CONTAG)、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等指标反映景观整体结构特征。

2.2.2 景观层级景观格局动态分析 平均形状指数

(MSI)是表征景观空间格局复杂性的指标,如表4所

示,研究区 MSI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2010年

的斑块形状最复杂,最不规则,说明2010年受到人类

活动的影响比较显著。
研究区香浓多样性指数(SHDI)和香浓均匀指数

(SHEI)在 2000—2020 年 均 呈 上 升 趋 势,尤 其 是

2010—2020年上升较明显,说明研究区土地利用斑块

类型在景观中由非均衡变化向均衡变化过渡。但

SHEI整体上偏小,说明景观中斑块分布仍然不均匀,
受到优势斑块类型支配的现象依然存在。散布与并

列指数(IJI)呈现逐渐增加态势,从2000年的46.80%
增加到2020年的54.45%,增加了7.65%,说明景观

类型趋于分散。蔓延度指数(CONTAG)整体是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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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说明研究区景观类型在空间上的聚集程度和类

型间的镶嵌程度良好,该指数2010—2020年期间减

少较快,表明景观中优势斑块类型的连接性在变差。
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的影响,研究时段内

AWMPFD的值变幅不大,介于1.2727~1.2864,说
明研究区一直受到人类活动干扰,干扰强度变化

缓慢。

表4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的景观格局指数

Table4 LandscapepatternindexofHuangshuiRiverbasinfrom2000to2020

年份 MSI SHDI SHEI IJI/% CONTAG/% AWMPFD

2000 26.8249 0.8502 0.4745 46.80 73.0689 1.2858
2010 26.9734 0.8752 0.4885 47.59 72.2100 1.2864
2020 21.5360 1.0435 0.5824 54.45 67.1155 1.2727

2.3 景观生态风险分析

利用ArcGIS10.6软件自然断点法将生态风险

指数(ERI)划 分 为 5 个 等 级:低 风 险 区 (ERI<
0.021)、较低风险区(0.021≤ERI<0.034)、中等风险

区(0.034≤ERI<0.053)、较高风险区(0.053≤ERI<
0.082)、高风险区(ERI≥0.082)。图4为2000—2020
年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时空分布。

从时间上看,2000—2010年湟水河流域景观生

态风险呈增加趋势,2010—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呈

减小趋势。中等风险区、高风险区与较高风险区的覆

盖面积均先增加后减少,较低风险区面积先减少后增

加,低风险区面积持续增加。2000—2010年期间,湟
水河流域较低风险区面积明显减少,特别是沿着河流

廊道线性分布的较低风险区转化为低风险区。就高

风险区而言,2010年面积比2000年增加1倍,而

2020年高风险区几乎消失。

图4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时空分布

Fig.4 SpatiotemporaldistributionofecologicalrisklevelsinHuangshuiRiverbasinduring2000—2020

  从空间上看,2000,2010,2020年景观生态低风

险区空间分布差别较小,但是中高风险区分布规律差

异较大,这与2000—2020年期间的土地利用变化有

很大关系。2000,2010,2020年的低风险区分布面积

分别达到流域面积的85.26%,85.31%和85.58%,主
要覆盖的土地利用类型为草地和耕地,原因是草地和

耕地是湟水河流域的主导地类,景观的连通性和聚集

性良好,抗外界干扰能力较强,生态风险较低。高风

险区主要分布在流域西北部,2000年高风险区大多

分布在海晏县和互助县;2010年高风险区发生较大

转移,重点分布于海晏县与大通县交汇地带;2020年

几乎无高风险区。高风险区主要覆盖的地类是未利

用地和零星的水域,其景观类型比较单一,破碎化程

度较高,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中等风险区和较高风险

区主要分布于高风险区周围,多见于林地、未利用地

和水域及其与草地和耕地的过渡带。
景观损失度是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景观优势

度和景观脆弱度加权计算的综合结果,景观损失度越

大,说明景观生态风险越高。图5为2000,2010,2020
年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损失度,林地、水域和建设用

地的景观损失度逐年下降;耕地和草地的景观损失度

波动较小,其整体水平较低,相应的景观生态风险也较

低;未利用地的景观损失度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少趋势,
景观损失度波动较大,且维持在较高水平,相应的景

观生态风险也较大。鉴于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损失

度及景观生态风险的高度关联,加强土地利用的优化

管理与用途管制将是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调控

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决策与管理中应足够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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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损失度

Fig.5 Landscapelossdegreesofdifferentlandusetypesin
HuangshuiRiverbasinduring2000—2020

2.4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 用 GeoDa1.20 软 件 计 算 得 到 莫 兰 指 数

(Moran’sI)散点图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LISA)聚
类图(图6)。湟水河流域3期景观生态风险Moran’sI

值均大于0.5,2000,2010,2010年分别达到0.534,
0.562和0.581,表明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呈现出一定

的空间正相关,且 Moran’sI 值在20a期间呈上升

趋势,说明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聚集性随时间的演进

而增强。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主要表现为高—高和

低—低聚类,即景观生态风险(ERI)较高的区域周边

的ERI也比较高,ERI较低的区域周边的ERI也比

较低,研究区相邻区域的生态风险值在空间上较为相

似。湟水河流域生态风险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于耕

地,原因是耕地内部稳定性高,随着粮食安全战略和

永久性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耕地覆盖区域的生态保

护力度将进一步加强,景观生态风险将稳定在较低水

平上。而ERI高值聚集区主要分布于林地、水域和

未利用地,这3种土地利用类型覆盖面积较小,在
2000—2020年期间总体呈现增加趋势,且与其他地

类的转化比较频繁,景观内部的稳定性较低,使得其

生态风险高值在地类上聚集比较明显。

图6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自相关分析

Fig.6 SpatialautocorrelationoflandscapeecologicalriskinHuangshuiRiverbasinduring2000—2020

2.5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驱动因子分析

表5为因子探测结果,因子探测器主要用来探测

影响因子对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局分异的解释力大

小。以2000年为例,q 值从大到小依次为:X1>X6

>X4>X5>X8>X2>X12>X9>X7>X10>X11>
X3,其中高程(X1)具有最高的q值,说明高程是决定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最主要的环境因子,因为高

程决定了湟水河流域水热条件和生物量的空间分布。
总体而言,自然地理条件对湟水河流域生态风险格局

的影响最明显,其次是社会经济因素和区域可达性因

素。虽然2000—2020年期间生态风险空间格局差异

的解释力q值存在波动,但在解释力排序上变化较小。

022                   水土保持通报                     第43卷



图7为因子交互探测结果,交互探测器可以识别

不同风险因子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减弱对景观

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以2000年为例,高程(X1)单一因子对景观生态

风险空间分布格局变量的解释力为0.336,人口密度

(X8)对变量的解释力为0.123,但两种因子的交互作

用X1∩X8=0.354,大于任意单因子作用的解释力q
值,表现为双因子增强。NDVI(X3)单一因子作用对

变量的解释力仅为0.023,距铁路距离(X11)单一因子

作用对变量的解释力仅为0.057,但交互作用X3∩X11

=0.166,解释力大于单一因子作用的q值之和,表现为

非线性增强。2000,2010,2020年3期的交互探测结果

均表明,任何两种影响因子对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局

的交互作用都要大于单一因子的单独作用,交互作用

结果主要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两种形式。
可见,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格局分异并不

是由单一因子决定的,而是由多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
自然地理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可达性因素交互作用

通常形成解释力的增强效应,多种因子共同决定了湟

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异现象。

表5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因子探测q值

Table5 LandscapeecologicalriskspatialdifferentiationfactordetectionqvalueinHuangshuiRiverbasinduring2000—2020

影响因素 驱动因子  
2000年

q值 q值排序

2010年

q值 q值排序

2020年

q值 q值排序

高程(X1) 0.336 1 0.426 1 0.343 1
坡度(X2) 0.106 6 0.141 8 0.133 6

自然地理
NDVI(X3) 0.023 12 0.026 12 0.031 12
土壤(X4) 0.260 3 0.307 4 0.202 4
降水(X5) 0.202 4 0.364 3 0.308 2
气温(X6) 0.270 2 0.372 2 0.300 3

社会经济
GDP(X7) 0.091 9 0.126 9 0.100 9
人口密度(X8) 0.123 5 0.172 5 0.156 5

距政府距离(X9) 0.100 8 0.158 6 0.126 7

区域可达
距河流距离(X10) 0.070 10 0.056 11 0.049 11
距铁路距离(X11) 0.057 11 0.067 10 0.060 10
距公路距离(X12) 0.105 7 0.154 7 0.110 8

2.6 景观生态风险管控

研究发现高程、降水、气温等自然因子是导致景

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其中高程是主导因

子,对 ERI空间分异的解释力最强。根据地形、气
候、土壤、植被和农业生产等特点,本研究将湟水河流

域划分了3个海拔梯度区域:脑山区(>3200m)、浅
山区(2600~3200m)和川水区 (<2600m)。根据

本次风险评估等级空间分布图及空间自相关分析可

知,绝大多数高风险区和风险热点(高—高集聚区)分
布于脑山区,较高风险区和中等风险区多分布于浅山

区,低风险区、较低风险区以及风险冷点(低—低集聚

区)多分布于川水区。因此,将湟水河流域根据海拔

梯度划分为3个生态风险空间管控区:重点管控区,
严格管控区和一般管控区(图8)。

重点管控区以水源涵养功能修复和草甸湿地保

护为核心,以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退化草地和沙

化草地治理为重点,实行“以草定畜”“限牧育草”“禁
牧休牧”等政策,严格控制开发建设项目对草甸湿地

等景观环境的影响;严格管控区以保证永久性耕地和

推进湟水河两岸南北山造林绿化为核心,以水土流失

治理、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形成以基本农田为主的

田、林、草相结合的绿色防护体系。一般管控区以高

产稳产农田建设和河湖生态功能维持为核心,以发展

经济林和护岸护滩林、保证河流廊道水流连续性、建
设绿色城镇和湿地公园为重点,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

3 讨 论

3.1 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

2000—2020年期间,湟水河流域土地转移主要

发生在耕地、草地和建设用地之间,建设用地增加

489.5km2,草地减少582.5km2,耕地减少425.5km2,

20a间综合土地动态度为0.58。湟水河流域2000—

2010年、2010—2020年的综合土地动态度分别为

0.56,0.96,可看出各地类相互转化的频率趋于增强。
其次,城市扩张是湟水河流域土地系统变化的主要特

征之一(图2)。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0,2010,

2020年湟水河流域青海省(9县区)人口分别约为

2.92×106,3.20×106 和3.38×106,城镇化率分别为

30.9%,34.1%和50.0%;2010—2020年期间西宁和

海东地区的GDP增加约1.26倍。可见湟水河流域

经济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也在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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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路、铁路、工矿企业、城镇基建等基础设施建

设对景观形成分割,可能导致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增

加,使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受到潜在威胁,在规划中

需充分论证工程空间布局,细化落实国土空间管控单

元,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实施土地资源分类管控。

图7 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

分异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Fig.7 Interactiondetectionresultsofspatialdifferentiation
factorsoflandscapeecologicalriskin Huangshui
Riverbasinduring2000—2020

图8 湟水河流域生态风险管控区

Fig.8 Theecologicalriskcontrolareaof
HuangshuiRiverBasin

3.2 景观生态风险演变趋势分析

2000—2020年期间,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

先增加后降低,2010年风险度最大。2010以后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和

湟水河流域综合规划治理实施,采取退耕还林、退耕

还草、退牧还草、植树造林、生态空间管控、河湖水系

连通、水体生态修复、水土流失治理等一系列生态治

理和生态修复措施后,使得2010—2020年期间湟水

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显著下降,生态环境质量得到逐

步改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和服务功能提高。生态系

统服务是连接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的桥梁,健康安全

的生态系统可以提供可持续的生态服务。为进一步

证实2010—2020年期间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的下降

趋势,研究对相同时间尺度上流域的生态服务功能进

行了核算。根据国内学者谢高地等[33-35]对生态服务

价值核算体系的研究成果,湟水河流域生物量修正因

子取0.4,1个标准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

取1362.6元/hm2,计算2010年和2020年湟水河流域

的生态服务价值分别是2.38×1010元和2.41×1010元,

2010—2020年期间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了1.48%,
而景观生态风险则处于降低趋势,景观生态风险与生

态服务价值呈现一定的负相关性。这与朱润苗[36]、
靳甜甜等[37]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景观生态风险与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空间负相关性,生态服务功能完

善的区域其景观生态风险较低。
其次,研究统计了湟水河流域2000—2020年西

宁市和海东市的平均降水量和气温变化趋势[38],发
现湟水河中下游降水量与气温近20a正处于增加趋

势,未来湟水流域的暖湿化趋势可能持续保持。暖湿

化使得区域水文循环和碳循环的强度增大,降水量与

径流量增加,植被生长期延长,从而导致草地、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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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河湖的连通性增强,景观的脆弱度降低,区域暖

湿化可能是导致区域景观生态风险降低的另外一个

原因,但是这需要进一步通过气候环境变化条件下流

域生态功能与过程的研究加以证实。

4 结 论

(1)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土地利用转移主

要发生在耕地、草地和建设用地之间,城市扩张是研

究区土地系统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景观格局指数能

够较全面浓缩景观演化信息。
(2)2000—2020年,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经

历了“增加”到“降低”的过渡,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措

施是促成2010年以来景观生态风险降低的原因之

一,生态服务价值与景观生态风险表现出一定的负相

关性。
(3)湟水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呈现

“高—高”和“低—低”两种集聚状态,自然因素是导致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其中高程是主导

因素。地理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可达性因素的共同

作用形成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的增强效应。
(4)不同生态风险空间管控区应采取差异化调

控措施,土地利用优化管理与用途管制在生态风险调

控中应给予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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